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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釉绿彩器的产生、发展与流向

易 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以现有的考古发现看，白釉绿彩器的材料主要集中在北齐、唐、五代北宋（辽）
三个时间段，本文考察了这一陶瓷品种在各个时期里的大致面貌，并简要探讨了其产生、发
展及流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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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为数众多的彩釉陶瓷中，有一类

被称作“白釉绿彩”的作品，其制作的方法虽不
尽相同，但一般而言是在胎面先施罩一层白色化

妆土作底，然后再于透明釉釉面或釉下加涂含铜

量较高的绿彩料，最终入窑于氧化气氛中一次烧

成。根据釉面所表现的效果，这类器物大体可分
为两种，其一是白、绿二色釉斑驳不均，晕散呈
流淌交融状；其二则通体白釉上仅局部范围内加

施绿彩作为装饰纹样。数十年间，经各地考古发
掘成果表明，所谓“白釉绿彩器”并非某一时段
里所特有的品种，而具有较长的生产和使用历

史，且烧造范围分布亦广，甚至一度成为外销陶

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年冯先铭先生即曾对白
釉绿彩瓷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发展状况作了简明

扼要的考察［1］，给予了笔者不少的启发。本文拟
综合现已公布的相关出土物，试图就这类陶瓷器

的发展脉络及各时期的大体面貌进行初步的梳理

和探讨。

一

截止到目前，明确的白釉绿彩器最早见于河

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 年） 范粹墓［2］，所出

者分别为两件球腹三系罐和一件长颈瓶（图一），

胎质均洁白细腻，里表施乳白色透明釉，釉面还留

有类似凝脂的滴痕，绿釉彩都表现作条带状，涂绘

于肩腹部位置。此外，日本九州壹岐市双六古坟亦
出土有若干数量的白釉绿彩残片（图二）［3］，经

复原可辨属一件直口深腹碗，其胎土呈灰黄白

色，质地较软，内侧通体挂绿釉。除了器表加涂
绿彩作装饰，碗的外腹部四面另采用贴、印等技
法环绕有大小不一的几圈联珠花纹。依据胎釉及

图一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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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的特征，弓场纪知推测它应属六世纪中后期

华北窑场的产品，并指出器表上饰联珠图案基本

是模仿同时代染织物的手法［4］。另一方面，与前
述作品风格相近、流行于同时期墓葬遗迹的还包
括多件黄釉绿彩陶，二者作为北齐二彩铅釉的代

表以往也曾被视作唐三彩的前身［5］。暂不论这一
说法是否成立，仅就黄釉绿彩陶的出土情况看，

其数量明显偏多 ［6］，而单色黄釉正是北齐与稍

早时的东魏墓葬中最常见的铅釉陶品种 ［7］，所

分布的范围集中在当时政治中心邺城、晋阳及周
边区域。如再考虑到该阶段里对白釉呈色的掌握
还并不十分成熟，则目前所见只占少数的白釉绿

彩器最初可能也是出于生产黄釉绿彩陶的目的入

窑烧造的。
值得留意的是，上述提及的三系罐、长颈瓶

和直口深腹碗均系六世纪前后的北朝陶瓷业之新

兴器式，后者一般被认为是受到西方玻璃和金属

器影响下产生的［8］。将白釉绿彩应用到这些新事
物上随葬入墓中究竟代表有何种特殊的意味，目

前已不得而知，然而从这批墓葬材料可观察到，

以白、黄釉绿彩为主体的北齐二彩铅釉陶已体现
出较成熟的技术面貌，可能并非短时间里问世的

新品。就此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北魏洛阳城大
市遗址出土的釉陶器［9］尤需引起重视，这批遗物

主要出于属北魏时期文化堆积的窖穴、水井和半
地穴房舍等遗迹内，故年代上似较清楚，当中虽

不乏一般的单色釉器物，但也包括有个别于黄釉

底上添加草绿色的二彩釉陶，以及先在陶胎上用

白色粉彩描绘纹样，再通体荡酱色釉烧成的所谓

“釉下彩釉陶”（图三）。据报告所述，大市遗址
内所见的二彩釉陶胎质、釉色、做工方面都较单
色作品精细，其究竟属生活用具或是墓葬明器，

由于详情不明还不好断言 ［10］，但可以肯定与北

齐同类作品间存在明显的渊源关系，或可作为今

后探讨此一问题的重要线索。
以华北地区的北朝窑址材料看，现经确认已

有河北邢窑［11］、山东淄博寨里窑［12］、枣庄中陈
郝北窑［13］、临沂朱陈窑［14］、江苏徐州户部山
窑［15］及河南巩义白河窑［16］等几处，另外河北磁

县南营村还发现有十六国时期的陶窑遗迹 ［17］，

然当中均未见白釉绿彩等二彩铅釉器的踪迹。又
根据杨衒之对北魏洛阳城的描述，城北郭内的闻

义里便居住了不少“造瓦者”［18］，而清代文献中
甚至提及到元魏时供作御物的“洛京陶”［19］，可
知北朝时期的洛阳城内或也存在窑业作坊，不过

仍需进一步的考古工作予以证实。尽管如此，出
土物的具体分布点却更加直接地暗示我们，其产

地无疑应位于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附近的黄河下

游一带。

二

北齐以后，稍晚阶段的白釉绿彩器可举日本

奈良县龙田御坊山古坟出土物为例 ［20］。该墓等
级较高，墓主可能属飞鸟时代 （公元 538—709
年） 的贵族阶层，墓中随葬除玻璃、琥珀制品
外，另有一件施釉的带盖圆砚（图四）。对于陶
砚的产地，曾一度有观点认作是由朝鲜半岛输入

的，但目前似以中国说更为有力 ［21］。从刊布的
图片看，其盖顶面微鼓，正中凸起一伞状钮，砚

面平坦，器底附带多个呈水滴形的蹄足。形制相
近的青瓷砚也见于湖南湘阴隋大业六年 （610

年） 墓［22］、长沙唐代早期墓（咸嘉湖 M1）［23］、
四川邛崃固驿瓦窑山窑址隋至初唐地层（如 II 式

图三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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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88QGT4③∶1556）［24］及成都青羊宫窑（II、
III 式砚）［25］中见到，均系七世纪初前后所流行。
到了晚唐之际，白釉绿彩陶瓷的生产逐渐步

入高峰期，考古发现的资料明显增多，如倾覆时

间推定为九世纪 30 年代前后（不会早于 826 年）

的印尼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 海域“黑石号
（Batu Hitam）”沉船上即出水这类作品数量近二
百件，且器类亦颇为丰富，包括玉壁足碗、盘、
钵、注壶、盖罐、盒、三足盂等涵盖当时墓葬等
遗迹常见的生活用具组合，其中于一件圆口折沿

盘的圈足底更铭刻有“进奉”字样（图五），透
露出其最初生产的性质可能与官府或宫廷内库机

构有关。此外，沉船白釉绿彩器中还伴出了长颈
带把壶（图六）、穿带瓶这类蕴含异域风格的特
殊器形，与前者形制接近的低温铅绿釉制品以往

在河北北部及内蒙古中南部中晚唐墓葬里发现尤

多，究其源头则显然可上溯至萨珊或粟特系统的

“胡

瓶”［26］；而如后者一样两侧附加穿带的瓶则在晚
唐五代的邢窑［27］、越窑［28］、耀州窑［29］和长沙窑
［30］等窑场都有过烧造，当中不少肩腹部还刻画成

直立的双鱼图案，曾有学者认为此或系白居易诗

文中提及作盛酒之用的“双鱼榼”形象［31］。另一方
面，作为九至十世纪陶瓷贸易商圈重要据点的日

本、东南亚、波斯湾沿岸多个遗址均出土有不少
的白釉绿彩器，所见造型类别大体不超过“黑石
号”的范围，且同样是和越窑青瓷、邢窑系白瓷
及长沙窑彩绘瓷共存，显示了晚唐时中国外销陶

瓷的基本组合。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的白釉绿彩
器流布入伊斯兰地区后，还一度促使当地出现于

锡釉白陶器上装饰铜绿烧制的所谓“彩斑器”

（Splash ware），成为由唐代陶瓷器推动下伊斯兰

制陶业的三大成就之一［32］。
相比于外销的白釉绿彩器，国内晚唐墓葬、
城址等遗迹所见数量则明显偏少，其中又以江苏

扬州一带出土最集中 ［33］。众所周知，因优越的
地理位置而成为南北物资重要汇聚地的扬州，既

是当时经济中心，也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输
入到该地区的白釉绿彩器，除部分是见于窖井及

住所等单位、或系本土居民日用品遗物外，有的
还出土于推测性质属商业店铺之类的建筑基址

内，且这些器物的样式和装饰与前述“黑石号”
沉船作品十分接近，故不排除有用作外销的可

能。扬州以外，另如河南安阳薛家庄唐墓 ［34］、
三门峡刚玉砂厂工地及化工厂、粮食局面粉厂唐
墓［35］、隋唐洛阳城宫城南墙［36］、洛阳城履道坊
白居易故居址［37］及安徽淮北柳孜运河遗址［38］等

多个地点都可见到零星的白釉绿彩作品，器形上

以喇叭颈短流注壶常见，洛阳宫城出土物腹部还

呈现瓜棱状突起；白居易故居址为一件委角方形

浅盘，内底模印团花纹样（图七）。
上述器物釉面的绿色彩斑多晕散流淌，覆盖

了大部分的器表，而个别作品上的白釉痕迹几乎

已不甚明显。谢明良［39］和秦大树［40］二人都曾注
意到晚唐时期的一些绿釉陶实际原本也是白釉绿

彩的个体，只不过因烧造时添加的绿釉成分过

多，以至遮住了底

釉的颜色。此外，
虽然目前还缺乏直

接的证据表明晚唐

与北齐白釉绿彩之

间的传承关系，但

曾有观点指出原在

豫北安阳等地颇为

发达的单色及二彩

铅釉陶烧制技术很

可能随后流入邻近

的巩义窑，并得到

长足的进步，成为

产生盛唐三彩的重

要契机 ［41］。有意
思的是，晚唐作品

表面这种白、绿釉

图五

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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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驳交融的形态也时常出现于部分盛唐三彩器

上，二者的施釉方式应存在某些相同之处。因
此，若从这些迹象看来，北齐二彩、盛唐三彩与
晚唐白釉绿彩间又隐约显示出嬗变演进的序列。
另一方面，针对晚唐白釉绿彩的产地问题，目前

学术界也存在分歧，但多数看法倾向于北方一带

窑场，有学者即推测“黑石号”沉船所出者或许
产自以邢窑为代表的河北南部窑口 ［42］，然而鉴

于当前该地区的窑址佐证材料尚显薄弱，故仍有

待明确。与之相对应，河南中、北部的巩义［43］、
登封［44］、辉县［45］、鹤壁集［46］等窑址晚唐时期均
生产白釉绿彩，如巩义黄冶窑第四期遗物便包括

圈足碗、盘及短直流注壶等多种（图八）［47］，且
同文化层（IIT35⑨） 还伴出了一定数量的绿釉

陶器，所见以一件带吸管的高足式杯最独特，与

之造型完全一致的作品则同样见于“黑石号”沉
船，曾被考定为类似文献中“鼻饮杯”的用具［48］。
事实上，该阶段里烧造白釉绿彩的区域已相当广

阔，西起陕西铜川黄堡［49］、南至湖南长沙［50］及
四川邛崃 ［51］等地多处窑址的出土物中也常见这

一品种，其中后者白釉多泛青灰色，绿彩呈小斑

点或团块状饰于注壶、罐、盂、粉盒等器物之上
（图九）。

三

五代北宋时，白釉绿彩继续流行。湖南长沙
市郊十国墓葬曾集中出土了多例 ［52］，丝茅冲营

地 B 区 M15 （55 长·丝·营 BM15） 一件白釉盒
盖，盖身隆起作多曲花瓣式，外表模印菱形花卉

图案并加施绿色彩斑，与之共存的遗物还包括楚

王马殷铸造的“乾封泉宝”铁钱。至于同地点另
几件作品，装饰上则大体接近，且都属盒一类器

形。河南新密法海寺塔基所出七层陶舍利塔［53］，
第二层塔身前壁的匾牌上刻有“咸平二年（999
年） 四月二十八日记施主仇训”题记，其主体挂
绿、白二色釉，局部以黄、褐彩点缀 （图十）。
窑址方面，河北磁县观台磁州窑遗址第一期前、
后两段 （约北宋早、
中期） 遗物内均出现

有一定数量的白釉绿

彩器，并延续至第二

期前段（北宋后期），

器形种类涵盖香炉、
瓶、罐等［54］。它们
施釉的工艺流程虽

与前代作品基本一

致，但绝大多数器表

的绿彩仅在局部小面

积使用 （图十一），

简洁却失于单调，釉

面呈现的效果已较晚

唐时迥然有异。

图七

图八

图九

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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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地以外，辽国境内的白釉绿彩陶瓷亦有不

少发现，如年代约在十世纪后半叶的辽宁阜新白

玉都墓出土的一件盘口穿带瓶 ［55］，主体釉色白

中闪黄，肩部位置装饰三块桃形的绿彩。到辽中
晚期，这种彩釉技法应用更为普遍，主要是白釉

提梁式鸡冠壶腹部附加的绿彩仿皮条纹路，其次

是盆，内底划花并涂绘绿彩或绿斑 ［56］。另据考
古调查，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一带多处窑址就烧

造过类似制品 ［57］，如宝山村小南沟窑址采集到

鸡冠壶等残片，代白乌苏村南窑址、水泉沟窑址
则均出土有白釉和绿釉两种单色釉陶器［58］，它

们在辽代的产生与发展或曾受到临近的华北及中

原窑场的影响。
总体而言，白釉绿彩器的烧造在这一阶段里

基本已趋于平淡，不仅国内的墓葬、城址等遗迹
中所见数量明显减少，就连外销陶瓷中也罕见它

的身影，如推测年代都属于十世纪的“印坦”
（Intan）［59］和“井里汶”（Cirebon） 沉船［60］遗物
中均未见相关作品，或许透露出此时的白釉绿彩

器大概已退出对外贸易的历史舞台 ［61］，而回归

到仅满足于内部市场的有限需求之中。

注释：

［1］冯先铭：《白釉绿彩瓷器》，载同氏：《古陶瓷鉴真》
260-265 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 年。
［2］ 河南省博物馆： 《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

《文物》 1972 年 1 期。另外，近年发掘的同地固岸东魏北齐墓群
中亦出土有白釉绿彩双系罐，然具体情况尚未公布，参见潘伟

斌、薛冰：《河南安阳固岸墓地》，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06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102 页，文物出版社 2007 年。
［3］［4］（日）弓场纪知著、王虎应译：《长崎县壹岐双六古
坟出土白釉绿彩圆纹碗》，载山西省北朝文化研究中心编（张庆
捷等主编）《4 -6 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 310-323 页，科学
出版社 2006 年。
［5］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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